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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魔成道是佛传的重要情节之一， 在佛教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 由于其对佛法宣扬和信徒

自信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以致后来独立于佛传发展起来。 莫高窟北周第 ４２８ 窟北壁有一铺降魔图，

一方面作为僧俗信众礼拜和观像之用， 另一方面体现了佛教信众在处于佛道之争的时代背景下， 希冀

借助释迦降魔的象征性涵义， 使得佛教占据上风， 法脉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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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 ４２８ 窟是敦煌北朝窟中最大的一个洞窟， 为中心塔柱形制， 主室面积达

　 　 　 图 １　 莫高窟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

　 　 （采自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

１４５ ８ 平方米。 学界一致认为其为北

周时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主持

开凿。 第 ４２８ 窟不仅面积巨大， 而

且图像丰富， 既有自北凉起敦煌石

窟中就流行的传统题材， 也有北周

时才传入的新样式。 主室北壁东起

第二铺壁画为降魔图， 画面呈对称

式构图， 中央为结跏趺坐于须弥座

上的释迦牟尼佛， 两侧绘三层人物，
上中两层为十二身魔兵， 下层为着

铠甲的魔王、 劝阻的魔子和诱惑前

后的魔女 （图 １）。
松本荣一、 贺世哲、 王平先、 赖奂瑜在内容判定、 文本来源等方面对第 ４２８ 窟降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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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过不同程度的论述，① 不过没有论及此图的功能与意义等问题。 张善庆将敦煌石窟

中的降魔图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北朝时期， 第二阶段是中唐以后。② 第 ４２８ 窟降

魔图属于第一阶段， 相比同阶段北魏第 ２５４ 窟和西魏第 ２６０、 ２６３ 窟的降魔图， 不论是人

物数量还是图像规模都略为收缩。 总体而言， 学界对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关注不多， 本文在对

降魔成道相关典籍与图像传播状况梳理的基础上， 就该图的功能与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释迦降魔及其相关典籍

降魔图是释迦牟尼降魔成道故事的图像化， 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伽耶城的

贝多树下， 面对魔王及其眷属的威逼利诱， 不为所动， 最终降服魔王及其眷属而成就佛

道的故事。
成书于公元前 １ 世纪的南方上座部巴利文经典 《经集》 记载了最早的降魔故事，③

不过其中的魔罗和魔军没有具体形象， 魔罗只是一种阻碍释迦成道的抽象概念， 魔军则

代表了种种通向菩提之路的心理障碍。 大乘佛教兴起后， 神化和颂扬释迦牟尼一生事迹

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 如混合梵语 《大事》、 梵语 《佛所行赞》 《普曜经》 和巴利文

《因缘记》 等，④ 其中的降魔故事增添了许多细节和夸张描写———魔罗有千手， 魔军手

持各种武器等。
南北朝及以前记载有降魔故事的汉译佛经有 ９ 部， 分别为： 后汉竺大力和康孟祥译

《修行本起经》、 吴支谦译 《太子瑞应本起经》、 西晋竺法护译 《普曜经》、 东晋佛陀跋

陀罗译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北凉昙无谶译 《佛所行赞》、 刘宋释宝云译 《佛本行

经》、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 《过去现在因果经》、 北魏吉夜迦和昙曜译 《杂宝藏经》 以及

梁僧祐编 《释迦谱》。
《修行本起经》 《太子瑞应本起经》 和 《过去现在因果经》 “大同文少异”⑤， 应是

据同一底本译成， 三经记载了劝谏的魔子、 诱惑前后的魔女、 攻击的魔兵、 堕地的魔王

和降魔的释迦， 与莫高窟北朝 ４ 铺降魔图大体吻合，⑥ 不过魔子谏父和诱惑后的魔女形

态无法与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对应， 后者应另有所据。 “文少异” 部分应该指的是 《过去现在

因果经》 中增加了魔王放利箭射释迦、 魔王舍天位诱惑释迦、 魔王的两个姐妹弥伽和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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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拿骷髅器扰乱释迦以及地神涌出等情节。① 贺世哲认为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右下角两身丑陋的

老妇为魔王的两个姐妹弥伽和迦利，② 不过图中二人并没有手执骷髅器， 而是强调她们上身、
面部及头发呈白色、 身体消瘦以及皱纹横生的老态， 表现的应是诱惑后的魔女。

西晋永嘉二年 （３０８） “敦煌菩萨” 竺法护在天水寺将 Ｌａｌｉｔａｖｉｓｔａｒａ 译成 《普曜经》，
另有唐地婆诃罗异译本， 名 《方广大庄严经》 （又名 《神通游戏经》 ）。 经文记载， 魔

王将一千魔子分成两组辩论魔王是否应该攻击释迦： “其五百子导师之等， 信乐道德归

于菩萨， 住菩萨右， 其五百子随魔教者， 住菩萨左。 ……一切魔子， 清白部， 又黑冥

部， 各各说偈。”③ 这一内容与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中成对表现的魔子谏父较为一致， 根据

经文可知， 菩萨装的人物为 “清白部” 魔子， 世俗装的人物为 “黑冥部” 魔子。 北魏、
西魏窟降魔图中的魔子谏父仅有一组， 表明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与二者在魔子谏父的情节上

使用了不同的文本。
Ｂｕｄｄｈａｃａｒｉｔａ 是公元 １ 世纪马鸣在贵霜国王迦腻色伽的号召下撰写而成， 全文以诗

歌形式表现， 北凉时天竺僧人昙无谶将其译成 《佛所行赞》 （又名 《方等本起经》 ），
另有刘宋释宝云的异译本， 名 《佛本行经》。 虽为同本异译， 但是二经在内容上有不少

差异。 不同之处表现在， 《佛所行赞》 中的降魔故事有负多神隐身出音声讲述释迦牟尼

的智慧福德、 负多神劝退魔兵等内容，④ 而 《佛本行经》 则记载了释迦牟尼在金刚座上

将成佛道以及释迦牟尼与魔王之间的长篇问答等内容。⑤ 二经中记载的魔兵手握刀、
叉、 箭、 戟等兵器， 可在北朝 ４ 铺降魔图中找到相似的对应物。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中诱惑后的魔女表现为上身赤裸的形象， 与北魏、 西魏窟降魔图中

的同类人物形象不同， 赖奂瑜认为是受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的影响⑥。 《佛说观佛三

昧海经》 以观佛三昧为宗， 经中关于释迦放白毫光让魔女们自见体内脓囊涕唾、 九孔

筋脉一切根本的文字， 描述了肉体的各种变化，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就强调了诱惑后魔女们

肉体的丑陋， 只不过图像并没有拘泥于文字而已。⑦ 另外两部佛经， 《杂宝藏经》 中的

降魔故事讲述了一段关于魔王和释迦前世的因缘故事，⑧ 《释迦谱》 中的降魔故事则辑

录自 《受胎经》 和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⑨

高僧的朝拜笔记中也会记载释迦降魔故事。 东晋法显在西行途中参拜过离迦耶城不

远的释迦降魔圣地， 《法显传》 记载： “菩萨前到贝多树下， 敷吉祥草， 东向而坐。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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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 魔王自从南来试， 菩萨以足指案 （按） 地， 魔兵退散， 三女

变成老母。”① “以足指案 （按） 地” 的降魔方式与佛经中的 “伸手案 （按） 地” 不同，
推测该降魔故事加入了法显西行途中听闻的口头传说。 ７ 世纪的玄奘西游到摩揭陀国时

见过一尊释迦降魔像和三处纪念释迦降魔的窣堵波。 根据玄奘的描述， 降魔像造于婆罗

门所建的精舍之内， 特征为结跏趺坐、 垂右手、 装饰珠璎宝冠，② 应为后来流行的菩提

瑞像。 三处纪念释迦降魔的窣堵波分别为 “魔王娆菩萨处” 和 “魔王怖菩萨处”，③ 推

测三处窣堵波上雕有与释迦降魔相关的图像， 基于此玄奘才可以辨认出它们的性质。 隋

阇那崛多译 《佛本行集经》 中有 “魔怖菩萨品” 和 “菩萨降魔品”， 从字面意思看，
玄奘所述故事的文本依据应是阇那崛多译本。

在南北朝及以前记载有降魔故事的 ９ 部汉译佛经中， 除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在

元荣抄经题记中能够见到外，④ 其它 ８ 部汉译佛经在敦煌的流传情况目前还未有确凿的

文字记载， 不过第 ２９０ 窟窟顶的佛传故事画与 《修行本起经》 一致，⑤ 《普曜经》 是被

称为 “敦煌菩萨” 的竺法护译梵为汉， 相信二经在敦煌都有过流传， 并且第 ４２８ 窟降

魔图在绘制时参考了其中的内容。 总体而言，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符合贺世哲对莫高窟北朝

降魔图的整体评论： “ （它们） 不是依据某一佛经， 而是糅合诸经， 并在参考西域已有

降魔图的基础上创作的。”⑥

二、 降魔图像的发展与演变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左右两侧为结跏趺坐佛说法图， 上下方为环四壁一周的影塑千佛和

供养人画像， 虽然窟内其它壁面也有佛传场面， 如西壁的涅槃和五塔图中的诞生， 但无

法与降魔图进行组合构成叙事性图像， 如果将它们称作四相图， 又与传统的四相图区别

很大， 何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降魔成道作为释迦牟尼由凡入圣的重要事迹， 自佛教艺术

诞生以来就被信众以各种形式反复表现， 要解答如上问题， 就需要对降魔图的传播发展

状况做一番考察。
在早期佛传图中， 降魔图与其它佛传情节以及本生图一起表现， 图像分布较为杂乱， 似

乎更关注释迦牟尼生存状态的多样性，⑦ 因此无法以时间顺序连缀起各个佛传情节。 如制

７９莫高窟北周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解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东晋］ 法显著 《高僧法显传》， 《大正藏》， 第 ５１ 册， 第 ８６３ 页。
［唐］ 玄奘、 辩机著， 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 第 ６７５ 页。
［唐］ 玄奘、 辩机著， 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 第 ６８０－６９２ 页。
Ｐ ２１４３ 《大智度论》、 书道博物馆藏 《律藏初分》、 京都博物馆藏 《大智度论》 卷尾题记： “…… 《观佛

三昧》 一部……”； Ｓ ４４１５Ａ 《大般涅槃经》 卷尾题记： “…… 《观佛三昧》 ……各一部合一百卷”。
樊锦诗、 马世长 《莫高窟第 ２９０ 窟的佛传故事画》，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６ 页。
贺世哲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 第 ２０８ 页。
［日］ 宫治昭著， 李萍、 张清涛译 《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 从印度到中亚》，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５８ 页。



　 图 ２　 桑奇大塔西门横梁

　 　 　 背面的降魔图

作于公元前 １ 世纪初的桑奇大塔是印度早期佛教艺术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西门横梁背面的降魔图与

搬运舍利、 争舍利的场面一起表现， 而北门横梁背面

的降魔图则与六牙白象本生一起表现。① 当时的佛教

图像中不表现佛陀形象， 而是用各种象征物来代替，
桑奇大塔降魔图中的佛陀即是以菩提树下的金刚座来

表示， 周围围绕魔王及其眷属 （图 ２）。
多数情况下， 降魔图是作为佛传图中追忆释迦牟尼

事迹的一个片段出现。 如公元前 １ 世纪至公元 １ 世纪的

阿旃陀第 １０ 窟左壁， 由前向后表现了佛传中的八个场

面， 即 “兜率天上的菩萨” “诞生” “七步” “树下观

耕” “成道” “初转法论” “分舍利” “搬运舍利”， “成
道” 场面中的佛陀同样是以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代替。② 较阿旃陀第 １０ 窟稍晚一些的阿玛拉

瓦蒂和龙树穴发现有降魔浮雕残块， 应为佛传图的一部分， 其中佛像与象征表现并存。③

犍陀罗现存有 ６０ 多幅降魔浮雕残块，④ 大多表现为中央持触地印的释迦牟尼佛，
周围围绕魔王、 魔女和魔军的对称式构图 （图 ３）。 这种图式对后来印度、 中亚以及东

亚地区的降魔图影响巨大。 从犍陀罗地区发现的 １３０ 余种佛传故事作品以及犍陀罗美术

对佛传故事的偏好来看，⑤ 这些降魔浮雕残块亦应属佛传图的一部分。

　 图 ３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降魔图 图 ４　 萨尔纳特博物馆藏四相、 八相图浮雕

　 　 　 （采自 《犍陀罗文明史》 ） 　 　 　 　 　 　 （采自 《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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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 信徒们开始择取释迦牟尼一生中重要的几个事迹来表现， 构成

一种组合性画面， 有三相图、 四相图、 五相图和八相图等， 为浓缩版的佛传图， 降魔作为

固定场面出现于其中。 这种佛传组合最早见于公元 ２ 至 ３ 世纪上半叶贵霜朝的秣菟罗美术

中， 如秣菟罗博物馆藏仅存降魔和涅槃的四相图浮雕等。 公元 ４ 至 ５ 世纪， 笈多朝的秣菟

罗和萨尔纳特美术中的佛传组合继承了贵霜朝秣菟罗美术的表现手法并流行开来， 如萨尔

纳特博物馆所藏的四相图和八相图浮雕等。① （图 ４） 按宫治昭的说法， 不管是三相图、 四

相图、 五相图还是八相图， 都是对释迦牟尼一生中重要事迹的追忆， 信徒们通过依次观看

其中的各个场面， 就像是对释迦牟尼一生中的重要事迹进行的一次 “视觉的巡礼”， 这种

“视觉的巡礼” 令观者恍如被引导走上了涅槃之路。② 波罗王朝是印度佛教美术的最后阶

段， 佛传组合中的降魔成道场面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重视， 画面中央表现为结触地印的

释迦降魔像， 周围为涅槃、 诞生、 说法等小场面， 如巴特那出土的八相浮雕、 现藏波士顿

美术馆的八相浮雕等。③ 受波罗朝美术的影响， 中国宋、 西夏石窟中的佛传组合也是如此

表现， 如榆林第 ３ 窟八相图、 五个庙石窟第 １ 窟七相图、 东千佛洞第 ５ 窟八相图等。④

　 　 图 ５　 克孜尔第 ２０５ 窟四相图 图 ６　 麦积山第 １３３ 窟 １０ 号造像碑中的降魔图

　 （采自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 ）
佛教入华以后， ６ 世纪及以前的云冈第 ６ 窟、 克孜尔第 １１０ 窟和莫高窟第 ２９０ 窟中

有以长卷式构图绘制的佛传图，⑤ 不过只有前二处的佛传图中出现了降魔场景， 莫高窟

北周第 ２９０ 窟人字披顶上描绘了 ８９ 个佛传情节， 降魔情节却未出现， 由此凸显了同时

期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的重要性。 佛传组合中的降魔图主要见于新疆地区， 克孜尔第 ４、
９８、 １７８、 １９３、 ２０５、 ２１９、 ２２４ 窟中表现有 “阿阇世王闻佛涅槃闷绝复苏图”， 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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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雨大臣手执诞生、 降魔、 说法和涅槃的四相图 （图 ５），① 其图式明显是受秣菟罗美

术四相图的影响。 另外， 在麦积山北魏第 １３３ 窟的 １０ 号造像碑中， 降魔图与燃灯佛授

记、 乘象入胎、 树下诞生等情节一起表现， 构成具有中原特色的佛传组合② （图 ６）。
无论是以时间为轴表现的佛传图还是重点择取几个情节表现的佛传组合， 降魔只是

　 　 图 ７　 阿旃陀石窟

　 　 　 第 ２６ 窟降魔图

其中一个场面， 无法凸显释迦降魔成道事迹的独特性，
与之相比， 单幅式降魔图是对释迦降魔事迹的最高礼

敬。 这种降魔图早在印度部派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 之

后也出现在印度大乘佛教艺术中， 如公元 ５ 世纪西印度

阿旃陀石窟第 １、 ６、 ２６ 窟中的降魔浮雕， 其中第 ２６ 窟

与莫高窟第 ４２８ 窟在降魔图与涅槃图、 说法图的混合表

现上具有一致性， 反映了中印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 （图
７）。 ６ 世纪及以前， 中国的单幅式降魔图主要见于云冈

第 ６、 ８、 １０、 １２ 窟， 敦煌莫高窟第 ２５４、 ２６０、 ２６３ 和

４２８ 窟， 龙门路洞和渑池鸿庆寺第 １ 窟， 克孜尔第 ７６、
９８ 窟等石窟艺术中。③

玄奘在摩揭陀国所见的一种单尊降魔像在中国 ７ 世

纪以后才流行开来， 这种降魔像拂去了故事要素， 仅表

现作为主尊的释迦牟尼佛， 并以宝冠、 项圈及臂钏等庄

严身躯， 两侧配置弟子或菩萨像。 单尊降魔像在中国被称作菩提瑞像 （也称降魔成道

像、 宝冠触地印像、 菩萨装施降魔印像、 降魔成道式装饰佛等）， 主要分布于中国河

南、 四川、 重庆、 山西、 宁夏、 甘肃、 陕西、 广西、 云南、 浙江、 福建等地。④ 如果说

脱离了佛传图的单幅式降魔图还具有史传性格的话， 那么单尊降魔像则仅具有礼拜性

质， 它的出现包含了浓厚的杂密性质， 体现的是信众通过在此像前礼忏， 祈愿减罪、 减

业障、 除灾厄以及获得延寿与福德的信仰。⑤

北周之前既有在佛传图中表现的降魔场景， 也有单幅式降魔图， 之后还出现了单尊

降魔像。 第 ４２８ 窟的降魔图并非作为佛传图中的一个片段， 也不是作为被 “视觉的巡

礼” 其中一个要素， 而是属于一种单幅式图像， 它的绘制与 ５ 至 ６ 世纪中国与印度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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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流行状况相符。 从下文分析可知， 它在第 ４２８ 窟中展现出的礼拜性与观像性， 也

是石窟开凿者依据该窟的宗教功能以及相关历史背景主动选择的结果。

三、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的功能与意义

莫高窟北朝第 ２５４、 ２６３、 ２６０ 和 ４２８ 窟中的降魔图都是以单幅式表现， 且四窟都属

于中心塔柱窟。 从中心塔柱窟的构造来看， 巨大的中心柱将洞窟分成前后两个空间， 前

部空间供僧俗信众礼拜佛像以及听法之用， 后部空间供僧俗信众绕塔礼佛与观像之

用。① 因此， 位于中心塔柱窟中的降魔图主要有两种功能： 其一是供僧俗信众进行礼

拜， 其与佛传组合中巨大的降魔成道像以及菩提瑞像一样具有礼拜性， 不过与后者不同

的是， 单幅式降魔图更强调释迦牟尼成道的过程。 释迦牟尼之所以不同于常人， 就在于

他克服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精神障碍， 所谓的魔王、 魔女和魔兵等正是这些精神障碍

的反映， 当信众礼拜降魔图时实际上是对释迦牟尼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这些精神障碍的

礼敬。 其二是供禅僧入塔观像， 禅僧在禅修时也需要观释迦牟尼降魔像。 《佛说观佛三

昧海经》 卷一 《序观地品》 云： “欲知佛生时相者， 欲知佛纳妃时者， 欲知佛出家时

者， 欲知佛苦行时者， 欲行佛降魔时者， ……随彼众生心想所见， 应当次第教其系

念。”② 禅僧通过观想降魔图， 就如自己亲历了释迦牟尼降魔过程一般， 可以更快了悟

人生实相而成就佛道。 与之相呼应的是， 僧传文学中多处记载东晋至隋时期的僧人在禅

修中遭到魔扰乱的故事， 如东晋释慧嵬在禅定中遭到无头鬼、 无腹鬼和美女的侵扰；③

释智顗于陈宣帝太建七年 （５７５） 在天台山国清寺北华顶峰独静头陀时， 有数千鬼魅和

亡故双亲来干扰他；④ 北周僧人释静霭由于 “魔业不遂”， 用鲜血写下劝导僧俗男女要

在佛法中精进的偈文变成白色， 他只好改为墨书。⑤ 为了与魔抗争， 常有僧人模仿军事

文书形式书写伐魔文书， 见诸记载的作者以十六国北朝时期为多， 如东晋道安、 刘宋释

宝林、 北魏僧懿、 梁僧会等。⑥ 这种伐魔文书与莫高窟北朝中心柱窟中的降魔图都是禅

修盛行下的产物。
就位置来看，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与北魏、 西魏窟降魔图有所不同， 北魏、 西魏窟中的

降魔图均位于南壁人字披下方， 信众在礼拜完中心柱上的主尊像后， 接下来目光便会集

中到降魔图上， 由降魔图引导众人右行绕塔 （中心柱主尊像之右）。 然而第 ４２８ 窟降魔

图位于窟内北壁偏后的位置， 虽然站立于前部空间的礼拜者能够看到这铺降魔图， 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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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首先需要礼拜的对象， 只有当信众绕塔行将结束时才会礼拜它。 因此， 与莫高窟北

魏、 西魏窟降魔图相比，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在中心塔柱窟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其在第 ４２８ 窟中的意义下降。

图 ８　 莫高窟第 ２５４ 窟降魔图

（采自 《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 ）

　 　 北魏时期， 作为边镇的敦煌处于

内忧外患之中。 在延兴二年 （ ４７２）
至延兴四年 （４７４） 间， 柔然连续发

动了三次对敦煌的攻击，① 北魏群臣

商议要将敦煌镇东移至凉州， 幸有韩

秀力谏， 认为敦煌可以 “进断北狄之

觇途， 退塞西夷之窥路。” 后得到孝

文帝的支持， 此事才作罢。② 柔然对

敦煌的威胁一直到西魏末才解除。③

另外还有自然灾害， 太和三年 （４７９）
“雍、 朔二州及枹罕、 吐京、 薄骨律、

敦煌、 仇池镇并大霜， 禾豆尽死”， 太和五年 （４８１） “敦煌镇蝗， 秋稼略尽。”④ 在这

样的社会环境下， 敦煌民众亟需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他们走出困境， 降魔图正好迎合了

这样的意识。 约绘制于公元 ４６５－５００ 年间⑤的第 ２５４ 窟降魔图是莫高窟北朝时期最优秀

的同题材作品 （图 ８）， 图中身着戎装的魔王带领层层叠叠的魔兵占据了大部分画面，
似乎要吞噬中间的释迦牟尼， 然而释迦牟尼的下方却描绘了跪拜的魔王， 表示无论外界

的邪恶力量有多强大， 最终都会被法力无边的释迦牟尼所降服。
北周时期的敦煌较为安定， 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频繁， 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因此，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中的魔兵数量骤减， 没有了第 ２５４ 窟降魔图那种剑拔弩张之势， 魔兵表

现出一种秩序感， 对中间安详的释迦牟尼构不成威胁。 不过图中成对表现的魔子谏父较

为特别， 这可能显示出另外一种冲突。 据多位学者研究， 第 ４２８ 窟开凿于北周武帝灭佛

前的 ５ 至 １０ 年间，⑥ 在这一段时间内， 政治中心长安有过一场持续数年的三教之争。
自天和四年 （５６９） 开始， 由武帝亲自组织众人进行反复辩论， 商讨三教的优劣和废立

问题。 《周书》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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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 魏收撰 《魏书》 卷 １１２ 《灵征志》， 第 ２９０６－２９２１ 页。
樊锦诗、 马世长、 关友惠 《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一）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９７ 页。
宿白 《东阳王与建平公 （二稿） 》， 《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２５５ 页； 李崇峰

《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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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辰， 帝御大德殿， 集百僚、 道士、 沙门等讨论释老义。①

道宣 《续高僧传》 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至天和四年， 岁在己丑， 三月十五日， 敕召有德众僧、 名儒、 道士、 文武百官

二千余人于正殿， 帝升御座， 亲量三教优劣、 废立， 众议纷纭， 各随情见， 较其大

抵无与相扛者。 至其月二十日， 又依前集， 众论乖咎， 是非滋生， 并莫简帝心， 索

然而退。 至四月初， 敕又广召道俗， 令极言陈理。 又敕司隶大夫甄鸾， 详佛道二

教， 定其先后、 浅深、 同异。 鸾乃上 《笑道论》 三卷合三十六条， 用笑三洞之名，
及笑经称三十六部， 文极详据事多扬激。 至五月十日， 帝又大集群臣， 详鸾上论，
以为伤蠧道士， 即于殿庭焚之。 道安慨时俗之混并， 悼史籍之沈网， 乃作 《二教

论》， 取拟武帝， 详三教之极。 ②

道宣的另一部文集 《广弘明集》 中有 《周灭佛法集道俗议事》 一文， 对此事亦有

记载， 与 《续高僧传》 略有不同的是， 此文记载武帝在天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就初步排

定了三教次序， “以儒教为先， 佛教为后， 道教最上……” 其月二十日 “帝曰： ‘儒教、
道教， 此国常尊， 佛教后来， 朕意不立， 佥议如何’。”③ 说明在三教之争的初期， 武帝

就有意抑佛扬道。 经过几年辩论， 最终武帝在建德二年 （５７３） 排定了三教次序， “以
儒教为先， 道教为次， 佛教为后”④， 这一排序结果直接导致了佛、 道二教更为激烈的

斗争。 《续高僧传·释智炫传》 记载了武帝灭佛前的最后一次辩论， 佛教代表智炫和道

教代表张宾以 “夷夏之辩” 和 “孰先孰后” 为主题进行一来一往的争论， 武帝欲废佛

存道， 见张宾辩不过智炫， 便 “自升高座” 亲自与智炫辩论， 最后因智炫 “废佛存道，
犹如以庶代嫡” 之言， 彻底激怒了武帝， 导致 “明旦出敕， 二教俱废。”⑤

佛道之争影响了敦煌壁画的绘制， 西千佛洞北周第 １２ 窟的 《劳度叉斗圣变》 是敦

煌石窟也是中国佛教艺术中最早的一铺同题材壁画， 就是当时佛道之争的产物。⑥ 《劳
度叉斗圣变》 讲述的是佛教代表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 大获全胜， 六师外道皈依佛

门的故事， 其与佛传中的降魔故事都是佛教与外界抵牾力量的斗争， 后者亦应与佛道之

争有关。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中的魔子谏父情节出自 《普曜经》， 经文所记两组魔子的辩论

内容是围绕魔王是否应该攻击释迦牟尼展开， 而 《续高僧传》 中所记智炫和张宾的辩

论内容是围绕武帝是否应该灭佛展开， 二者非常相似。 佛教为了立足中华， 当然不会仅

应对道教的攻击， 还会笼络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教， 降魔图中的两身魔子均将手

放于魔王的胸前， 突出了子恤父的特点， 其与莫高窟北周窟中描绘反映儒家孝道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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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闍提本生图和睒子本生图异曲同工。①

如果说莫高窟北魏降魔图反映的是敦煌民众对自身命运、 家国安危的希冀， 那么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反映的就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冲突， 当僧俗信众进入第

４２８ 窟绕塔礼佛时， 既希望通过礼佛仪式为自己积累功德， 亦希望借助释迦牟尼降魔的

加持力使佛法能在中土永续流传。

四、 小结

降魔成道作为释迦牟尼一生中所经历的重要事迹之一， 常作为佛传图的代表性情节

出现。 在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降魔事迹对佛法宣扬以及信徒自信的建立具有

特殊意义， 以至于后来独立于佛传成为一种相对完整的经变式图像。 降魔事迹散见于早

期巴利文、 梵文经典和南北朝时期的汉译经典中， 故事内容大同小异， 无法与第 ４２８ 窟

降魔图一一对应。 通过对降魔图传播发展状况的考察可知， 降魔图会随着时间、 地域等

外界情况的不同， 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体现出不同的意义。 第 ４２８ 窟降魔图与莫高窟北

魏、 西魏窟的降魔图一样位于中心塔柱窟中， 作为信众礼拜和禅僧观像的对象， 从该图

所处位置来看， 相比北魏、 西魏窟降魔图， 重要性有所下降， 不过它反映了北周时期的

佛道之争， 具有现实意义。

４０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① 须闍提本生图见于莫高窟第 ２９６ 窟北壁， 睒子本生图见于莫高窟第 ４６１ 窟龛楣、 第 ２９９、 ３０１ 窟窟顶以及西

千佛洞第 １２ 窟南壁。


